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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高技能劳动需求的上升意味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本文

不仅揭示 FDI 的引进及其带来的竞争和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最终品部门、中间

品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变化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而且采用行

业成本转换法估计加入 WTO 以来中国 FDI 的增长及其带来的出口、竞争和技术

模仿对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FDI 的增长显著地提高了

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且该结论并不是由 FDI 所选择的行业本来就

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造成的。
关 键 词 FDI 高技能劳动需求 市场换技术

一 导 言

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的市场潜力和政策优惠吸引国外投资，以引进先进技术，并

借助其溢出效应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此策略被称为“以市场换技术”。面对中

国 30 多年来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巨额增长，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来

引进 FDI 环境的深刻变化( 李晓华，2004) ，学界和政界开始思考中国“以市场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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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支持者认为，市场开放不仅促进了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而且

通过技术溢出提升了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 Liu，2002; 张海洋，2005; 仝月婷与胡又欣，

2005; 王红领等，2006) 。反对者则认为，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行为决定了其所转移的

并不是最好的技术( Keller，2001; Huang，2003 ) 。北京大学课题组( 2007 ) 承认 FDI 份

额显著地与中国制造业的总生产率正相关，但否认 FDI 的增加缩小了中国企业与国际

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 认为外资进入还妨碍了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自主创新而缩小

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距离的努力。据此，有学者断言，不能将引进 FDI 促进了中国生

产率的提高作为进一步吸引外资的证据( 高春亮等，2007 ) 。中国还要不要继续实施

“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FDI 是否阻碍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能否为中国“以市

场换技术”的效果评判提供新的证据? 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

现在与未来。
“以市场换技术”本质是一种供应商导向的技术升级，其渠道具体包括贴牌生产

( OEM) 和技术溢出。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实施该策略以来，有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FDI 带来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FDI 企

业的出口率在 36% ( 港澳台资) 与 42% ( 外资企业) 之间，其产品出口已占到中国制造

业总出口的 64%，外资企业还主导了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在过去的 15 年里，贴

牌生产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制成品出口上”( World Bank，2007 ) 。FDI

并购本地企业后，与本地其他企业相比，被并购企业不仅出口导向被强化了，而且所雇

用的高技能劳动比重也提高了( World Bank，2005) 。
FDI 水平技术溢出，取决于本地消化吸收能力，只有自己进行研发的企业才能享

受到 FDI 水平溢出的好处( Kokko et al． ，1996; Kinoshita，2001 )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期，中国开始强调自主创新，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1997 年 0． 7% 迅速提高到

2005 年的 1． 5% ( World Bank，2007) 。不仅如此，FDI 对国内企业的水平溢出程度还

取决于外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研发活动的程度( Todo and Miyamoto，2006 )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在华外资企业也开始提高创新能力。无论是国内进行的研发活动

还是外国分支机构进行的研发活动，都会使本地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FDI 的垂直

技术溢出，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被外资机构选为供应商，但成为首选的供货商必须满

足一定的技术条件，只有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国内企业才是垂直技术溢出的主要

受益者( Blalock and Gertler，2005) 。Saggi( 2002) 以墨西哥的组装工厂为例发现，被外

资机构选择为供货商的厂商将会增加高技能劳动的需求。
显然，无论是贴牌生产还是水平与垂直的 FDI 技术溢出，总是伴随部门高技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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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对需求的上升。既然如此，在评价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时，我们可以从

FDI 是否引起了中国各行业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这个新的视角，检验“市场换技术”的

效果以及具体渠道。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大幅度增

加，FDI 及其带来的贸易、竞争和技术模仿如何影响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从 90 年

代开始就一直是国际经济学关注的焦点。Katz 和 Murphy ( 1992 ) 与 Katz 和 Autor
( 1999) 描述了 80 年代以来美国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上升的现象。Freeman 和 Katz
( 1994) 与 Slaughter( 2000 ) 则为这一现象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存在提供了翔实的证

据。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需求也经历着不断上升的现象 ( Wood，1997;

Das，2002) 。Xu 和 Li( 2008) 描述了中国高技能劳动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具有总结

性意义的研究是 Zhu( 2005 ) ，在她展现的 28 个国家中，高技能劳动需求呈上升趋势

的，既有高收入国家，又有中等收入国家，还有菲律宾、危地马拉这样的低收入国家。

人们在试图解释高技能劳动需求急剧上升的现象时，不约而同地想到 FDI 和国际

贸易。因为，在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快速上升的同期，各国之间的 FDI 与贸易规模急

剧增加( Goldberg and Pavcnik，2007 ) 。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理论解释高技能劳动相

对需求的上升: 一是将原因归于 FDI 带来的技术进步; 二是将原因归结为 FDI 带来的

贸易规模扩大。
FDI 带来的技术模仿无疑是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上升的重要原因 ( Lawrence，

1996; Krugman，2000) 。其佐证就是，产业内部的技术进步与高技术工人就业率的增

加呈正相关( Helpman，2004) 。Aghion 和 Hawitt( 1998) 进一步阐述了技术进步使低技

术工人向高技术工人转变的机制，强调 FDI、贸易与技能型技术进步是相容的。Mur-
phy 和 Topel( 1987) 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Acemoglu( 1998，2002 ) 则将技术进步的要

素偏向和贸易结合起来考察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变化。
至于 FDI 带来的贸易如何影响要素相对需求，20 世纪 40 年代的 Stolper － Samuel-

son 定理就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但该定理的结论能否解释 80 年代以后的现实? 经济

学家对 Stolper － Samuelson 定理的相关推论进行检验，结果发现，Stolper － Samuelson 定

理对发达国家所预测的结果并没有完全得到验证，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预测结果甚至与

现实相反。显然，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是 80 年代以后国际贸易发生了新的变化，贸易

引起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的证据来自产业内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领域，Feenstra 和

Hanson( 2003) 对该方面文献进行了全面的综述。Berman 等( 1994 ) 进一步强调，高技

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使产业内就业人口份额发生变化，即低技能劳动向高技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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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转移主要是由产业内变化引起的。Machin( 1995 ) 证实了该结论，发现，1979 ～ 1990
年英国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中的 80%都是源于产业内部转移。

对于 FDI 与贸易影响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经验研究，人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展

开: 一是，从零利润条件出发直接对 Stolper － Samuelson 定理进行检验; 二是，运用成本

转换法对要素需求进行间接检验。Feenstra 和 Hanson( 1999) 对美国制造业的高技术

工人与低技术工人相对需求变化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检验，总结出了美国产业技术升级

的贡献因素: 外包贸易、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深化和产出规模的贡献度分别为 22%、
13%、9%和 8%。Hsieh 和 Woo( 2005) 的研究发现，香港特区对中国内地的中间产品

外包贸易使香港的高技术工人相对工资上升，其贡献度为 50%。Xu 和 Li( 2008) 采用

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中国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变化的决定因素，并考虑到

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高技术工人的工资份额

对其相对需求变化的贡献度为 21%，企业规模、出口贸易和人力资本深化的贡献度分

别为 6%、5%和 2%。
正如 Goldberg 和 Pavcnik( 2007) 所强调的，关于 FDI 与贸易对要素相对需求影响

的较为可信的研究或许只能针对某个国家某个较短时间段 ( 如实施某项重大贸易自

由化政策的前后若干年) 的微观层次研究。中国加入 WTO 以来，“市场换技术”的环

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基于此，本文以“入世”后中国制造业 29 个细分行业的规模以上

企业、三资企业以及中低技术行业的数据为样本，估计 FDI 的增长及其所带来的贸易、
竞争和技术模仿对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变化的具体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试图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从高技能劳动需求变化角度刻画市

场换技术的渠道; 二是，FDI 使中国的高技能劳动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以此为“市场

换技术”效果的评价提供新证据。下面的安排为: 第二部分刻画最终产品、中间品、研
发部门以及家庭 4 个部门的基本行为; 第三部分在竞争性均衡的框架下揭示 FDI 的引

进及其带来的贸易、竞争与技术模仿对各部门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机制和结

果; 第四部分交代研究的方法与数据; 第五部分从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变化这个新的

视角检验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是否达到了目的; 最后是总结性评论。

二 基本模型

为了考察发展中国家 FDI 的引进及其带来的贸易和竞争如何影响各部门高技能

劳动相对需求的变化，我们借鉴 Bucci( 2002) 的方法对一国的最终产品、中间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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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家庭部门进行设定。
( 一) 最终产品部门

假设最终产品部门投入高技能劳动和中间产品，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Y = AH1－α
Y ∫

n

0
xαj dj ( 1)

其中，Y 为最终产品的产出，HY 为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数量，n 为

中间投入品的种类数，xj 为第 j 种中间投入品的数量，A 为技术参数，1 ＞ α ＞ 0 。每

两种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θ = 1 / ( 1 － α) 。随着中间投入品种类数的增加，产

品竞争加剧，替代弹性变大。显然，n 与 θ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通过 θ 与 α 之间的正

向变动关系得以体现。
假设最终产品是完全竞争的，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第 j 种中间品的

价格和需求函数分别为:

pj = AαH1－α
Y xα－1j ( 2)

xj = pj
AαH1－α( )

Y

1
α－1

( 3)

( 二) 中间品部门

代表性中间品部门的产出水平取决于一定时期内投入到该部门的高技能劳动数

量( hj ) 和生产率( B ) 。于是，第 j 种中间品的生产函数为:

xj = Bhj ( 4)

根据( 2) 式和( 4) 式，中间品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意味着产品成本 wj 满足:

wj = ABα2H1－α
Y xα－1j ( 5)

由( 2) 式和( 5) 式，存在着: wj = αBpj ( 6)

在对称性假设下，中间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投入规模为:

Hj = nhj ( 7)

根据( 2) 式、( 4) 式及( 6) 式，该部门代表性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πj = Aα( 1 － α) H1－α
Y

BHj( )n

α

( 8)

( 三) 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 模仿部门) 所投入的高技能劳动数( Hn ) 和生产率( g ) 决定着中间品

种类数增加的速度，即: n
·

= gHn ( 9)

设研发部门单位产品价值为 Vn，根据零利润条件，该部门高技能劳动的回报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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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 = gVn ( 10)

其中，Vn = ∫
∞

t
e －r( τ－t) πjdτ ，r 为消费者所持资产的实际收益率。

( 四) 家庭部门

家庭部门是技术工人的供方，技能积累一般通过两条渠道进行: 一是，学习效应

( 如接受教育和培训) ; 二是，源于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第一条渠道积累技能的

速度取决于学习效应的大小( η1 ) 和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份额( u1 ) ; 同样，通过

第二条渠道积累技能的速度取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 η2 ) ，以及技术工人在外资

部门学习的时间份额 ( u2 ) 。为了使模型存在显性解，对技能积累函数采取简约形

式，于是有: H
·

t = η1u1Ht + η2u2Ht ( 11)

为了模型推导的简便，假设技能积累的两个渠道的效率相等，即 η1 = η2 = η ，用

于积累技能的总时间份额为 u ( 1 ＞ u ＞ 0 ) ，u = u1 + u2 。于是，根据( 11) 式，可将代

表性家庭的技能积累函数表达为: H
·

t = ηuHt ( 12)

当代表性消费者 t 时期的消费水平为 ct 时，其最优决策问题以及约束条件分别为:

max ∫
∞

0
e－ρt log( ct ) dt ( 13)

a
·

t = rat + wt ( 1 － u) Ht － ct ( 14)

根据( 12) ～ ( 14) 式，定义 Hamilton 方程:

J = e－ρt log( ct ) + λ1［rat + wt ( 1 － u) Ht － ct］+ λ2ηuHt ( 15)

该方程的最优一阶条件刻画了消费者的资产收益率( r ) 、消费增长率( gc ) 和财

富增长率( ga ) 的均衡路径。

三 竞争性均衡与比较静态结果

( 一) 竞争性均衡

发展中国家将 t 时期内所积累的高技术工人( Ht ) 全部配置于最终产品部门、中
间品部门与研发部门，即: HY + Hj + Hn = Ht ( 16)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Ht 、Hj 、HY 、Hn 以及 n 均以 gH 的速度增长。不仅如此，三部

门高技能劳动的回报率也相等，即: wY = wj = wn = wt ( 17)

根据( 5) 式，令 xj 为常数，则 wt 的增长率为:

gwt = ( 1 － α) gH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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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5) 式的最优一阶条件以及( 18) 式，资产收益率和消费增长率满足下列条件:

r = η + ( 1 － α) gH ( 19)

gc = η + ( 1 － α) gH － ρ ( 20)

在均衡状态下，财富总额等于研发部门所有创意的市场价值加总，从而有:

a = nVn ( 21)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财富和高技能劳动的增长率分别为:

ga = ( 2 － α) gH ( 22)

gH = η － ρ ( 23)

由最终产品部门和中间品部门厂商决策的最优条件，以及研发部门的零利润条

件，三部门高技能劳动的回报率分别为:

wY = An( 1 － α) H－α
Y xαj ( 24)

wj = ABα2H1－α
Y xα－1j ( 25)

wn = Agα( 1 － α) (
BHj

n )
α H1－α

Y

η
( 26)

在竞争性均衡状态下，由( 24) ～ ( 26) 式以及( 17) 式，可得:

HY

n = η
gα

( 27)

Hj

n = αη
Bg( 1 － α)

( 28)

Hn

n =
Ht

n － η
gα

－ αη
Bg( 1 － α)

( 29)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中间品以 gH 的速度增长，于是有:

Ht

n = M
Bgα( 1 － α)

( 30)

其中，M = α( η － ρ) ( 1 － α) + Bη( 1 － α) + α2η。
由( 27) ～ ( 30) 式，最终产品部门、中间品部门以及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

求分别为: sY =
HY

Ht
=

HY

n ·
n
Ht

= η( 1 － α)
M ( 31)

sj =
Hj

Ht
=

Hj

n·
n
Ht

= α2η
M ( 32)

sn =
Hn

Ht
=

Hn

n ·
n
Ht

= α( η － ρ) ( 1 － α)
M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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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比较静态结果

发展中国家引进 FDI 同时带来了两种效应: 一是，FDI 带来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中

间品种类数增加，产品之间的竞争加剧使其替代弹性( θ ) 增大，此即产品竞争效应;

二是，FDI 使代表性消费者配置到外资部门的时间份额增加，技术溢出程度 ( η ) 增

强，此即技术溢出效应。这两种效应使高技能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相对需求发生变

化。下面，将 θ = 1 / ( 1 － α) 分别代入( 31) 、( 32) 和( 33) 式。
1． FDI 对中间品部门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根据( 32) 式，存在着:

sj /θ ＞ 0 ( 34)

sj /η ＜ 0 ( 35)

由此可总结出命题 1:

命题 1:FDI 的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中间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而

技术溢出效应则使该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减少。
2． FDI 对最终产品部门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根据( 31) 式，存在着:

sY /θ ＜ 0 ( 36)

sY /η ＜ 0 ( 37)

由此可归纳出命题 2。
命题 2:FDI 的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最终产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下降，

而技术溢出效应同样使该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下降。
3． FDI 对研发部门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根据( 33) 式，存在着:

sn
θ

＞ 0，0 ＜ α ＜ 1 /2
＜ 0，1 /2 ＜ α ＜{ 1

( 38)

sn /η ＞ 0 ( 39)

FDI 对研发部门高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这体现在命题 3 中。
命题 3:FDI 的竞争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取决

于产品的竞争程度。当中间品的替代弹性较小时，FDI 的竞争效应使研发部门的高技

能劳动相对需求上升; 当替代弹性较大时，FDI 的竞争效应使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

相对需求下降。技术溢出效应则倾向于增加该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
根据命题 1 至 3，FDI 的产品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最终产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

需求相对下降，使中间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上升; 发展中国家初始的中间品

种类数不多，中间品的竞争程度不强，此时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随

着 FDI 的产品竞争效应的增强而上升。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则使发展中国家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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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部门和中间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相对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自主研发的动

力不足，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替代了自主创新。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使高技能劳动向

研发部门流动，一方面是因为研发部门本身具有技能偏向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中

间品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加强研发。
( 三) 模型的扩展

一个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是否一定意味着技术升级? 为此需要将中

间品细分为高技术工人密集型 ( YH ) 和低技术工人密集型 ( YL ) 两类，根据 Acemoglu
( 1998) 、Gancia 和 Zilobotti( 2005) 模型，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Y = ( Yε
L + Yε

H ) 1 /ε ( 40)

1 / ( 1 － ε) 为这两种类型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且 1≥ε ＞ 0。YH、YL的生产需要投入

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品( xHj、xLj ) 以及高技术工人( H) 和低技术工人( L) ，于是有:

YL = L1－α ∫
AL

0
xαLjdj; YH = H1－α ∫

AH

0
xαHjdj ( 41)

根据( 41) 式，AH /AL 为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标准化最终产品的价格，YH 和

YL 的价格分别为 PH 和 PL，则最大化( 40) 式的厂商面临着:

PH /PL = ( YL /YH ) 1－ε ( 42)

在竞争性均衡中，xHj 、xLj 的价格 pHj和 pLj以及 H 和 L 的价格 wH 和 wL 是给定的，

于是存在着:

xLj = ( αPL /pLj )
1 / ( 1－α) L; xHj = ( αPH /pHj )

1 / ( 1－α) H ( 43)

在 需 求 弹 性 相 同 和 对 称 性 假 设 下，为 简 化 分 析，类 似 于 Gancia 和 Zilobotti
( 2005) ，令 pLj = pL、pL = 1 /α，pHj 也采取同样的假定，则( 41) 式的简约形式为:

YL = ALLα
2α
1－αP

α
1－α
L ; YH = AHHα

2α
1－αP

α
1－α
H ( 44)

由( 42) 、( 44) 式可得:

PH /PL = ( ( AH /AL ) ( H /L) ) － ( 1－α) /σ ( 45)

wH /wL = ( PH /PL )
1 / ( 1－σ) ( AH /AL ) ( 46)

其中，σ≡ 1 + ( 1 － α) ε / ( 1 － ε) 。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将( 45) 代入( 46) 式有:

AH /AL = ( wH /wL )
δ / ( δ－α) ( H /L) α / ( δ－α) ( 47)

由于 σ ＞ 1 ＞ α ＞ 0 ，因此，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对技能型技术进步有着正

向影响，于是有命题 4。
命题 4: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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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方法与数据

根据命题 4，若 FDI 带来的是各部门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那就意味着市

场换到了技术。显然，只要能估计出 FDI 的引进规模及其带来贸易、竞争与技术模仿

( 吸收) 对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就可以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效果的评价提

供新的证据。进入中国的 FDI 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上，对制造业的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

的份额在 1996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54%以上，1996 ～ 2007 年对制造业的累计投资占外

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达到 63． 52% ( 余淼杰，2008) 。因此，评价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
策略时，需要以制造业为主要对象。

根据 Feenstra 和 Hanson( 1999) 的方法，行业 n 的短期成本函数可表达为:

Cn ( wH，wL，Kn，Yn，Zn ) = min
Ln

( wLLn + wHHn ) s． t． Yn = g( Hn，Ln，Kn，Zn ) ( 48)

其中，Yn 为工业销售产值，Hn 为高技术工人投入，Ln 为低技术工人投入，wH、wL

分别为高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的工资，Kn 为资本要素投入，在短期内，资本要素投

入是固定资产投资，Zn 为影响 Yn 的外生结构性变量( FDI 及其所带来贸易、竞争以及

技术模仿或者说吸收能力等) 。
Feenstra 和 Hanson 方法的优势在于采取对偶法实现了生产与成本的转换。Feen-

stra 和 Hanson( 1999) 进一步对( 48) 式的成本函数进行对数型泰勒二次展开，于是有:

sni = βi +∑
M

j = 1
γij lnfi +∑

N

τ = 1
φiτ lnxτ ( 49)

其中，sni = lnCn /αlnfi ，它是要素 i 的报酬占总成本的份额，fi≡ ( wH，wL ) ，xτ≡

( Yn，Kn，Zn ) ，∑
M

j = 1
γij lnfi 为各要素的回报率。xτ 代表行业在进行雇佣高技术工人与低

技术工人决策时的前定变量( Kn 、Yn ) 和控制变量( Zn ) 。
在要素总量给定的情况下，可通过参数 φiτ 得到各变量对要素相对需求的影响。

对于高技术工人而言，snH = wHHn / ( wLLn + wHHn ) 。snH 的上升意味着高技术工人相对

需求的增加。在给定的 wH /wL 水平下，snH 随着 Hn /Ln 的提高而增加。在检验中，Hn

为各行业工程技术人员数，其代表高技术工人数，Ln 为各行业从业人员年末数与工程

技术人员的差额，代表低技术工人数。
如何识别控制变量的作用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本文不仅以 FDI 规模及其带来

的出口扩张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为控制变量，而且考虑到“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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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离不开本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具体而言，控制变量包括: FDI 规模、出口规模、行
业竞争度以及本国技术吸收能力( 研发水平) 。

根据前定变量( Kn 、Yn ) 和控制变量( Zn ) ，可将各行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变

化决定因素的估计方程确定为:

snH = β0 + β1 lnyn + β2 ln( Kn /Yn ) + β3 ln( FDIn /Yn ) + β4 ln( Xn /Yn )

+ β5 ln( Rn /Yn ) + β6 lnT ( 50)

其中，yn 为各行业工业增加值( 当年价格) ，Yn 为各行业工业销售产值( 当年价

格) ，Kn 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X 为出口规模，FDI 为外商直接投资，T 是反映

国内研发水平的变量，具体以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新产品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Kn /Yn 表示资本密集度，FDIn /Yn 表示外商资本密集度，

Xn /Yn 表示出口密集度，Rn /Yn 表示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其中 Rn 为行业的利润总额。
按 Aghion 等( 2005) 的做法，一般以 Lerner 指数度量产品竞争程度，考虑到中国制造业

各细分行业的资本成本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我们以行业平均利润来度量行业竞争程

度。本文的样本为中国加入 WTO 以后( 2002 ～ 2007 年) 制造业 29 个细分行业，原始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五 估计结果及其解释

在经验检验中，我们分 3 步展开: 首先，检验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 FDI 规模以及

FDI 所带来的贸易、竞争与技术模仿( 吸收能力) 对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产生的影响。
然后，检验制造业中三资企业的 FDI 规模以及 FDI 所带来的贸易、竞争与技术模仿( 吸

收能力) 对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产生的影响。最后，考虑内生性问题: 中国引进的 FDI 是

否选择的本来就是高技术行业，若是，FDI 对高技能劳动需求产生显著影响就不足为奇

了。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中低技术行业的 FDI 对其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
我们首先考察 FDI 本身对规模以上企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并将 FDI 进

一步区分为港澳台资本( FDI1 ) 和外商资本( FDI2 ) ( 表 1 中的模型( 1 ) ～ ( 6 ) ) 。其次

考虑 FDI 带来的出口、产品竞争与技术模仿( 吸收能力) 等控制变量( 表 1 中的模型

( 7) ～ ( 9) ) 。在考虑吸收能力时，本文分别从科技投入规模和科技产出规模角度来考

察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所选择的指标分别是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 T1 ) 和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T2 )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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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常数项主要反映的是要素回报率对要素相对需求的影响，显然，高技能劳动

的相对回报率上升是引起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的显著原因。
( 2) 行业的产出规模、资本密集度、出口密集度对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不

显著，意味着这些因素可能带动了低技术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对于低技能劳动要素

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的前期阶段一般都会带来显著的就业效应。
( 3) FDI 规模对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产生了显著性影

响。FDI 的增长促进了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的技术升级。FDI 的进入使中国市场竞争

加剧，迫使本地企业提高有效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所需的技术要求和规模的最低要求。
这种影响是否受 FDI 来源地的影响? 当对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分别进行检验时，结

果是前者不显著，后者显著。显然，FDI 的来源地对“市场换技术”效果有显著性影响。
( 4) 当同时考虑 FDI 规模及其所带来的出口、产品竞争与技术模仿( 吸收能力) 等

因素时，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FDI 本身对规模以上企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的

显著影响。不仅如此，产品竞争效应也显著影响着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随着 FDI
所带来的产品竞争加剧，规模以上企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从技术吸收能力

角度看，科技产出规模的扩大同样显著地增加了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另外，同时

考虑产品竞争效应和国内吸收能力时，资本密集度对产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产生

了显著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国内资本投入具有劳动偏向的特征。
分析表 1 中的数据可找到影响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的

决定因素。中国加入 WTO 以来，FDI 及其带来的产品竞争效应，以及基于科技产出维

度的国内吸收能力具有增加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作用。但出口并未显著地发挥出

促进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技术升级的作用。这也许是因为出口数据并未区分长期贴

牌生产合同下的出口和其他类型的出口所导致的。Pack( 2006) 也支持了该种解释:

当没有贴牌生产下的详细出口数据时，经验检验中关于学习效应不显著的结论也就不

那么令人吃惊了。
针对中国制造业三资企业的估计，我们不仅考察 FDI 本身对三资企业高技能劳动

相对需求的影响( 表 2 中的模型( 1) ～ ( 4) ) ，而且检验 FDI 所带来的出口、产品竞争以

及技术模仿( 吸收能力) 对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 表 2 中的模型( 5 ) ～ ( 9 ) ) 。
检验结果表明:

( 1) 行业的产出规模对三资企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产生了显著性影响。工

业增加值的提高使各行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正如 Todo 和 Miyamoto( 2006)

所观察到的，市场竞争加大了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强度，从事研发活动的外资企业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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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本地高技能劳动，比起那些不进行研发的外资企业雇佣本地高技能劳动能够获得更

多的知识和技术。外资企业规模和数量的扩大意味 FDI 进入带来的竞争压力更大，迫

使外资企业寻求新技术。
( 2) 与规模以上企业的估计结果不同，三资企业的出口是否对高技能劳动相对需

求产生显著性作用要受 FDI 来源地的影响。在无法具体区分贴牌生产下的出口数据

时，以贴牌生产形式的载体———三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区分 FDI 来源地以后，出

口密集度的提高带来了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显著增加。这意味着，中国的外资企业

越来越集中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该结论也得到了 Gaulier 等( 2005 ) 和 World Bank
( 2007) 的印证: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份额中外资企业是内资企业的 2 ～ 3 倍，外资

企业主导了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 3) FDI 对三资企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产生了显著影响。FDI 的进入不仅

加剧了中国的产品竞争，进而增加高技能劳动的需求，而且其出口战略的决策促进了

提高生产率的措施，包括使用先进技术。另外，三资企业的 FDI 促进高技能劳动相对

需求增加的这种作用不受 FDI 来源地的影响，只受 FDI 规模的影响。
( 4) 当同时考虑 FDI 规模、产品竞争和吸收能力等因素时，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

了 FDI 本身对中国制造业三资企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的显著影响。不仅如此，

此时资本密集度也显著影响着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三资

企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下降。这说明，国内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就业效应。同

时，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对三资企业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的正向影响关系显

著，这意味着基于国内科技产出规模的吸收能力增强有利于市场换技术的效果。从

FDI 中换得技术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内具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目前中国的国

内企业研发强度两倍于其人均收入所对应的研发水平( World Bank，2007) 。
与表 1 的估计结果相比，对于三资企业而言，不仅 FDI 规模和基于科技产出的国

内吸收能力的提高显著地增加了行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结论的稳健性得到了加

强，而且行业规模效应、区分 FDI 来源地后的出口效应也具有增加高技能劳动相对需

求的显著作用。
从制造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和三资企业的检验结果来看，“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是

显著的。但如果中国引进的 FDI 本来选择的就是高技术行业，那并不能说，是 FDI 带

来了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检验中低技术行业的 FDI 是

否引起了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以解决检验中的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郭克莎

等 ( 2007) 根据经济合作组织( OECD) 标准和中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将中低技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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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 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
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

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体教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据此划分，

不仅可考察 FDI 本身对中低技术行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 表 3 中的模型( 1) ～
( 6) ) ，而且还可检验 FDI 所带来的出口、竞争与技术模仿( 吸收能力) 对中低技术行业高

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 表 3 中的模型( 7) ～ ( 9) )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 1) FDI 的引进对中国中低技术行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产生了显著性影

响。FDI 的增长促进了中低技术行业的技术升级。当对港澳台资本( FDI1 ) 和外商资

本( FDI2 ) 分别进行检验时，前者不显著，后者显著。或者说，外商资本的引入显著地

提升了中国中低技术行业高技能劳动的需求。但在考虑港澳台资本时，资本密集度对

行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正向影响关系显著。这说明，进入中低技术行业的港澳台

企业具有技能偏向的特征，该结论与北京大学课题组( 2007) 的结论相似: 港澳台资本

的进入显著地缩小内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
( 2) 当同时考虑 FDI 规模、产品竞争效应和吸收能力等因素时，估计结果进一步

证实了 FDI 本身对中低技术行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的显著性影响。不仅如此，

产品竞争效应也显著影响着中低技术行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随着 FDI 所带来

的竞争程度加剧，中低技术行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但吸收能力对中低技术

行业的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的正向影响关系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研发部门( 模仿

部门) 属于高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导致的。
通过对表 3 数据的进一步检验，我们发现，市场换到了技术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

健性。无论是基于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检验，还是三资企业，抑或中低技术行业的

检验，FDI 规模的扩大都具有显著地增加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作用。

六 总结性评论

无论是贴牌生产还是水平与垂直的 FDI 技术溢出，它们总是与本地高技能劳动相

对需求上升的现象相伴相随。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

术进步。本文就是从 FDI 的增加是否引起了中国各行业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这

个新的视角，更为细致地考察 FDI 对发展中国家的最终产品部门、中间品部门、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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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之间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变化的影响机制和结果，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评价

提供新的理论与证据。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使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中间品和最终品部门的

高技能劳动需求下降。FDI 的竞争效应使中间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随

着该部门产品竞争程度的增强，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相对下降，当中间品竞争

程度不强时，FDI 的竞争效应使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但发展中国家的最

终品部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总是随着竞争效应的增强而下降。不仅如此，一个部

门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必然意味着该部门实现了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
为了考察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效果，尤其是市场发生深刻变化的“入世”

后的近 10 年，本文不仅检验 FDI 及其带来的出口、竞争和技术模仿对规模以上企业和

三资企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考虑内生性问题，估计 FDI 及其

带来的出口、竞争与技术模仿对中低技术行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检验结

果表明，市场换到了技术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FDI 规模的上升具有增加高技能

劳动相对需求的显著作用，且该作用并不是由 FDI 所选择的行业本来就是高技能劳动

密集型的行业造成的。不仅如此，FDI 带来的竞争效应使规模以上企业和中低技术行

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对于三资企业，当同时考虑 FDI 及其带来的竞争和技

术模仿时，国内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就业效应; 进一步区分 FDI 来源地以后，出口密集

度使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显著地增加，中国的三资企业越来越集中于高技术产品的出

口。基于国内科技产出的模仿能力对规模以上企业和三资企业的高技能劳动需求都

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结论印证了中国开放 30 年来技术不断升级的现象。市场开放使中国日益从

廉价的最终产品生产国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的生产地，所生产和出口的产品

日益倾向于高生产率和高复杂程度的产品。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服装、鞋
帽、其他轻工产品和燃料占主导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转向办公机械、通信设备和

工业机械产品，21 世纪前 10 年则变成了以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电子产品为主。“中

国奇迹”的发生并非只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简单的专业化，而是分工生产最有效率的产

品，在研发部门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约束下，适时开放市场，以此实现了技术升级，产品

结构远比同类收入水平国家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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